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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

———“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会”危机案例分析

樊　小　玲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意味着“说”，也包括“听”；而其中的“听”，不仅意味着听话者
的行为，同时，还包括说话者对于听者声音的关注。进而言之，听话者包括直接的“目标接收者”，也包

括“非目标接收者”。在“郭美美事件”中，尽管其中不乏网络推手的谣传，但是，“红会”由于忽视自己

“隐性目标对象”的主体位置，没能够有效地听，从而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做到立刻、直接、有效地说，导致

了红会的机构形象一步步走向坍塌。没有有效的“听”就没有有效的“说”，任何机构都必须“听”到社

会的声音———包括各种谣传才能有效“说”出自己的声音。由此，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传播条件下，为了

帮助所有的机构更有效地“听”，就需要设立关注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安全话题、站在公益的立场作为

“专业听话者”的ＮＧＯ“绿色组织”。这类组织应该关注网络异动但不以删帖作为目的，及时通知涉及
网络异动的机构，研究网络异动的根本原因，为机构的回应时间、回应方式、回应内容提供有效支持。

　　关键词：机构形象；主体意识；隐性目标对象

 本文为新疆中亚五国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重点项目（０４０７１２Ｂ０３）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３ＣＸＷ０４０）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对“机构形象”的定义来自于美国政治学家Ｂｏｕｌｄｉｎｇ，Ｋ．Ｅ．对“国家形象”的定义，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

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主体对它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

②③　胡范铸、陈佳璇、甘莅豪、周萍：《“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一　引　言

“机构”是指“把人力、物力和智力等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任务或利益，有秩序

有成效地组合起来而开展活动的社会单位”，“机构形象”就是一个机构对自己的认知和社会体系中其

他行为主体对它认知的结合，同时也是“他人对自己认知的内在化”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

信息资本”①。“在这里，政府部门是一种机构，企业是一种机构，社会团体是一种机构，国家其实也是

一种机构。国家是广义的机构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各种具体的机构可以说是国家的组成单元与细

胞。”②胡范铸等认为，过去的修辞学主要关注个人话语与个人话语的传播，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的

修辞学更应该关注国家形象修辞、机构形象修辞的问题，需要从对于个人与个人话语活动的关注转向

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话语活动的关注。③

２０１０年６月从网络上爆发的“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巨大的“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各种网络“推
手”的活动更加深了这一危机，并且在两年之内持续发酵。这一危机的爆发使得“红会”这一机构形象

在传播过程中公信力严重受损，公众信任度急剧下降。而红会的种种试图化解危机的做法并没有起到

化解危机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危机，这正显示目前我国在“机构形象”的维护和修复上存在着很大的问

题。造成这类问题原因何在？如何通过语言学角度的分析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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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

社会语言学家布迪厄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通过语言进行象征性交换的市场，把语言市场上人们

实施言语行为过程中流通的语言称为“话语”①。大到国家，小到学校机构、社会团体的建立和运行都

需要语言的表述、传播，从而让公众了解、认可和接受。因此，我们可以把构建“机构形象”的过程，视作

是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过程。

以胡范铸为代表的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认为：任何行为都是一定主体的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必

定有一定的行为主体，亦即言语主体，而这个言语主体并不单纯的包含传统研究中通常注意到的言语

行为的发出者“我”，言语行为的接收者“你”，还有并未直接参与言语行为的但却在一旁的“他”。这三

者在言语行为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通常来说，“我”是言语行为的“叙述者”和“驱动者”，“你”是言

语行为的“接收者”和“实现者”，“他”则是言语行为的“核查者”，“核查者”意识的存在是现代言语行

为与前现代言语行为的根本性区别，是“言语行为的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② 胡范铸“言语主体模

型”理论中还提到，任何言语主体都有“隐”“显”之别，“目标接受者”如此，“驱动者”也是如此。

我们以“郭美美事件”为例，对“机构形象”传播中的主体问题进行分析。“郭美美事件”是２０１１年
６月在网络爆发的由一个年轻女孩子微博炫富而引发的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一系列事
件。事情的发展由下表呈现：

事件／背景／结果 郭美美 网民 红会

１１年６月 郭美美炫富

微博炫富，２１日被网
友关注和质疑
２２日到２６日，郭美美
微博解释澄清身份，后
发表声明其身份是杜
撰，并未在红十字会工
作。

热议＋人肉搜索
发现与郭美美有关的
一系列人物和这些人
物与红会的关系。并
指出中国红十字会下
面有商业红十字会以
及商业红十字会的盈
利模式。

网友发现疑似中国红会副会长郭长江
微博后，郭接受采访称，没有红十字商
会，我也没有女儿。
６月２２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
红十字会无关
２８日中国红会召开记者通报会，否认
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商业总
经理”职位，更无“郭美美”其人。

１１年７月
—１１月

红会调查并向公众
公布结果

郭美美母女于 ８月接
受郎咸平采访

有７７．５％的受访者表
示红会在“郭美美事
件”调查过程中“表现
糟糕”。

公布的调查报告认定，“郭美美本人与
红会及商红会无关，其用以炫耀的财富
也与公众捐款或项目资金无关。”红会
同时承认，商红会的确管理混乱并与商
业机构存在利益关联，并通过撤销商红
会为事件调查画上句点。

１３年２月

红十字会社监委发
言人王永正式向红
会建议，重查郭美美
事件。社监委委员
刘姝威称，郭美美违
反《民法通则》，侵害
了中国红会名称权。

发微博“信任你们是因
为我太善良，但我不是
一个好欺负的人！你
们从我这骗走的如果
不还，我会让你们全世
界出名，看你们还有什
么脸活！”

中国红会未对社监委建议明确表态，也
未追究郭美美的法律责任。

１３年４月
四川芦山地震后，中
国红会在震后募捐
中再遭信任危机。

中国红会活动受到普通
民众的激烈批评，网络
推手则加深了这一情绪

红会社监会发言人王永表示，社监会内部
已对重查郭美美事件达初步共识，中国红
会总会表态愿意配合，等待社监会投票。

１３年６月

重启“郭美美事件”
调查仅获两位委员
支持。最终，社监委
认为，对“郭美美事
件”重启调查，有待
进一步征集实证

“只要红会敢动我一根
毫毛，我立即公布红十
字会很多不为人知的
贪污内幕，资料已寄到
美国，有胆你们放马过
来！”

随后中国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否认红会
将重新调查本事件，称仅是红会社监会
两个委员的”个人提议“，而且尚未获
得中国红会社监会通过

起诉郭美美侵权的
诉讼时效即将到期

郭美美在澳门举行盛
大的生日派对

没有回应，至今未诉郭美美侵权。

２

①
②

陈佳璇：《布迪厄“社会语用学”的基本概论》，《外国语》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胡范铸：《“言语主体”：语用学一个重要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樊小玲：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由“郭美美”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根据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１１年６月郭美美网络炫富，引起网民热议以及随后的网络人肉搜索。郭美美的炫富

行为本来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网民的参与，变成了一种网络的群体性事件。在发微博这一行为中，行

为主体是“郭美美”与目标受众———“网民”，郭美美作为博主，她是微博信息的发出者和叙述者，而“网

民”是接收者。“网民”在接收到郭美美发出的信息之后，从中发现了问题从而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

索”，在这一阶段即在网民人肉搜索的过程中，网民作为驱动者，郭美美则变为“目标对象”，由于郭美美

微博认证身份的特殊性，网民的目标对象指向了“红商会”以及“红商会”背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也

就是说，在这一阶段，郭美美是显性的“目标对象”，但其实网民更关心的是隐性“目标对象”———中国

红十字会。但显然，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这样的意识，首先在事发的当天，中国红十字会并未对此事进

行回应，而只是在记者采访时由红会的副会长以个人的身份否认和郭美美是父女关系。在网友的不断

搜索和曝光下，６月２２日到２８日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只是被动地做出了轻描淡写的回应，并且设有正
面回答而采用了否定的形式：否认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否认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否认“红商

会”有“郭美美”其人。这种态度表明红十字会并未认识到在这件事情里红会才是真正的隐性的“目标

对象”，从而对这件事并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而是用随便遮掩一下就过去的态度对待网民。这一阶段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自２０１１年６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
均出现锐减。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表示，全国７月份社会捐款数为５亿元，和６月相比降幅超过
５０％。慈善组织６到８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８６．６％。
第二阶段：２０１１年７月到２０１１年底。在网民质问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郭美美事件”由网民和郭

美美的对峙变成了网民和红十字会的对峙，更多的网民需要红十字会给个“说法”，更多人关心的重点

由对郭美美本人的质疑转变为对慈善制度的质疑，对慈善机构运作不透明的追问。整个事件的言语行

为主体其实已经由“网民”、“郭美美”转变为“人民群众”和“慈善机构的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

在第一阶段一样，此时红会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由隐性“行为主体”变为显性“行为主体”，也并未意识到

此刻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知道和希望了解的是什么，而是依然着力于撇清郭美美与红会的关系，撇清商

红会与红会的关系上：“郭美美本人与红会及商红会无关，其用以炫耀的财富也与公众捐款或项目资金

无关”，“商红会的确管理混乱并与商业机构存在利益关联”，并通过撤销商红会为事件调查画上句点这

样行为结束了整个调查，并未公开商红会财务收支的审计情况，也没有指明商红会的利益相关方及对

其实施问责，并对媒体质疑态度的回应表现不积极。这一阶段的后果是：有７７．５％的受访者表示红会
在“郭美美事件”调查过程中“表现糟糕”。人民群众对红会的反应的不满意依然体现在捐款数据上：

根据民政部２０１２年２季度民政事业的统计数据，到２０１２年２季度，全国社会捐款累计达２６．５
亿元，其中６月份为１０．２亿元。和２０１１年同期相比，２０１２年全国上半年社会捐款数额出现了大
幅减少。民政部的相关数据表明，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捐款为１００．５亿元，２０１２年较２０１１年
减少了７４亿元，降幅达７３．６％。
第三阶段：２０１３年２月到２０１３年６月。这一阶段，红会认为，关于郭美美的事情红会已经完全解

释清楚，此事此时已应告一段落，但事实上此事造成的慈善机构信任危机远未结束，四川芦山地震后，

中国红十字会在震后募捐中再度遭遇危机。为挽回公信力，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

王永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表示，将于５月中下旬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随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
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这本是红会作为言语行为主体挽回自己机构形象最好的机会，而伴随着事情起

因者“郭美美”在微博发出已将红会贪污内幕资料寄往美国的威胁，最后 “重启调查”仅以获得两位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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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委委员支持无法进行而失败。在这一阶段，“郭美美”以胜利者的姿态和红会对峙，言语行为的主体

似乎又转变回了“郭美美”与“红会”，但人民群众在此时作为该言语行为的“核查者”和“监督者”的力

量更为强大，可以说是“红会重启调查”的“驱动者”。但由于“红会”的不作为，随着６月２０日的到来，
起诉郭美美侵权的诉讼时效即将到期，而郭美美则依然毫无顾忌地炫富、在澳门大肆开庆生派对，“红

会”的机构形象彻底、完全坍塌。

“郭美美事件”的三个阶段中主体关系的演变可以由图１表示：

图１　

　　红会的机构形象一步步恶化则是以俄罗斯套娃的形式逐渐呈现出，即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的情况
为背景并进一步扩大。如图２：

图２　

　　通过以上对“郭美美事件”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红会的形象由受损到坍塌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主体意识的缺失。在郭美美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候红会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郭美美

的“隐性目标对象”，于是出现了没有反应，反应过于轻率等现象；接下来红会也是因为缺乏主体意识或

者主体意识不清晰不准确而采用了“自认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导致红会的“机构形象”一而再

再而三地恶化。

一个言语行为，有说话者，有听话者，还有旁观者（监督者）。在整个言语行为实施的过程中重要的

不仅仅是怎么说，说什么，还包括谁在听，怎么听，听什么。听也是言语行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

听本身也是一种发出信息的行为，可以说听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说。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包

括说话者和说的信息，还包括听话者和听的姿态，不管听话者是否说，是否回答，其实都是在回应。这

里的听话者包括直接的“目标接收者”和不是直接的“目标接收者”但可能是“核查者”的“非目标接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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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话者不仅仅要听听话者在听什么、怎么听、有没有听到说话者想要他听到的，还要注意“核查

者”在听什么和“核查者”听的姿态。说话者只有注意到以上两点才能做到有效地说。同时，说话者也

要注意听话者“听”之后的“说”，如此才能在这一系列的基础之上更有效地表达自己。在“郭美美事

件”中“红会”在开始的阶段忽视了自己“隐性目标对象”的主体地位，没能够有效地听，从而无法在有

效地听的基础上做到立刻、马上、直接地有效地说，而在后面的几个阶段也都没能够在有效地听和有效

地说中转换，从而最终导致了红会“机构形象”的坍塌。

作为一个机构来说，尤其是官方机构，要维护一个机构的形象，一定要做到有效地听，并在有效听

的基础上的有效回应，亦即：

第一，别人（包括人民、包括国际上其他国家）怎么说，机构是否有效地听到了；

第二，在有效地听到的基础上判断是否给予回应；

第三，该回应的时候，回应是否够及时，是否够直接，是否是听者所需要的内容。

凡此种种，都是直接影响一个机构形象的因素。当一个机构完全没有有效地听的时候，整个事情

的发展就失去了主动权；而当一个机构听到了但却没有给予及时的、直接的回应时，机构的形象可能会

大打折扣。因此，怎样有效地帮助机构“听”，进而帮助机构有效地“说”，从而维护一个机构的形象，是

机构形象塑造和维护的重点之一。

三　机构形象传播中言语主体的重建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后，信息传播的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网络舆情的力量越来越强

大，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郭美美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机构主体意识的缺失几乎是所有机构可能面临

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指标是对话方式的和谐和对话内容的和谐，当对话者的主体意识

缺失的时候，社会对话方式和对话内容的和谐必定大打折扣。以机构和民众为例，当一方在说，对方没

有听到，或者听到没有回应，那么说话者就可能产生话语焦虑，比如在“郭美美事件”中公众的感受；而

当社会机构发出声音而公众没有反应的时候，机构同样也就可能产生话语焦虑。在机构和民众对话沟

通不畅，产生话语焦虑的情况下，极其容易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从而影响整个社会话语的和谐，进而影

响社会和谐。由此而论，对话沟通不畅则常常是由于机构主体意识的缺失造成的。

机构主体意识的缺失在当代社会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听话者”角色的缺失。

我们发现，很多机构都设有“专业说话者”，比如政府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其职责是在一定时

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

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比如企业有专门“企业新闻发言人”，在出现对企业不利的

“负面新闻”时，负责维护企业形象，修复企业的受损形象。既然说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包括说话

者和说的信息，还包括听话者和听的姿态，那么对于和“说”同样重要的“听”，和“专业说话者”同样重

要的“专业听话者”的情况又如何？也许可以说，目前有两种人属于“专业听话者”，一种是各个行政区

的信访办的办事人员，一种是舆情机构的舆情监控员。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属于被动接受信息，是被动

的“听”。如果被动接受，被动地“听”，则无法主动地“说”，更无法做到有效地维护机构形象；而对于舆

情监控人员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主动关注社会舆情，因此他们的“听”是主动的“听”。主动“听”的

舆情监控机构和舆情监控人员的确是机构所需要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有能力设

置舆情监控机构，有专门的舆情监控人员来从事“专业听话者”的角色。尤其是像红会这样的社会团体

和中小型以下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没有专设舆情机构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及时获得相关的信息，如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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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判断筛选提炼这些信息中有用的要素，这些就成为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来，当遇到牵涉到

这些机构的话语和形象的问题的时候，由于缺乏有效的“听”，无法客观判断自己的“言语主体”定位，

从而也就无法做到有效地“说”，就会出现与社会公众话语交流障碍和错位的问题，无法有效应对出现

的危机。

那么，如何使得公众的意见、公众所说能够有效、立刻地返回到相关机构，帮助其有效地“听”，有效

地找到其言语行为的主体位置，然后有效地回应？如何才能更好地化解机构遇到的危机、塑造良好的

“机构形象”？

设立一个公共性的“专业听话者”也许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问题。

第一，这样的“专业听话者”不是为某个特定机构服务的，也不是站在某些特定人的立场来关注公

众话语的，而是关注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安全话题，站在公益的立场的。这样的“专业听话者”可以是

ＮＧＯ“绿色组织”性质的，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没有利益和经济的关系。同时，这样的“专业听话者”应以
关注网络异动为任务，关注网络异动的原因，负责通知网络异动涉及的机构，对民众话语以及涉及到的

各个机构的重大话语事件进行收集整理和数据分析。

第二，这样的机构可以设置在很多地方，比如可以是高校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是设立在社会科学院

的某个机构，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关注本地的民众话语、民众所说，而是要超越地域，以关注整个社会

话语和谐性、整个社会对话的正常、交流的畅通为目的。

第三，这样的“专业听话者”组织可以由若干名计算机学者、政治学研究者、传播学研究者、语言学

研究者等多学科的学者组成，从学术的角度研究网络异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哪些地方着手可以解

决问题而不是导致事态更加恶化，对机构的回应时间、回应方式、回应内容予以建议和指导。

四　结　语

“机构形象的修辞是当今特别而需要关注的话题”，机构形象的修辞和传播，首先必须注意：一个有

效的言语行为行为不但意味着“说”，也包括“听”，只有“说”没有“听”的言语行为和只有“听”没有

“说”的言语行为都会造成信息无法流畅传递和有效传递的后果。

进而言之，这一行为中的“听”，不仅是指听话者的“听”的行为，同时，还也包括说话者对于听者声

音的关注。说话者什么时候说、说什么、怎么说即说话者说的时间、说的内容、说的方式，都与他听到了

什么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有意义的说的内容绝对不能是不管不顾地自说自话。也就是说，听话者必须

做到说的身份和听的身份的有效的转化。这次“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会危机中，红会之所以没能做出

有效的正确的应对，与其没有有效地听有非常大的关系。

再者，听话者包括直接的“目标接收者”，也包括“非目标接收者”。在“郭美美事件”中“红会”忽视

了自己“隐性目标对象”的主体位置，没能够有效地听，从而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做到立刻、直接、有效地

说，导致了红会的机构形象一步步走向坍塌。

没有有效的“听”就没有有效的“说”，任何机构都必须“听”到社会的声音才能有效“说”出自己的

声音。由此，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传播条件下，为了帮助所有的机构更有效地“听”，就需要设立关注公共

生活、公共安全话题、站在公益的立场作为“专业听话者”的ＮＧＯ“绿色组织”。这类组织应该关注网络
异动但不以删帖作为目的，及时通知涉及网络异动的机构，研究网络异动的根本原因，为机构的回应时

间、回应方式、回应内容提供有效支持。从而维护当代生活“社会交往”的顺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　胡范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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